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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的研究中，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的主要阐释路径，但造成了存在论、

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个研究视域之间的相互冲突。应适当将阐释路径转向康德式先验逻辑，在认识论与逻辑学

相统一的视域下，将 “从具体到抽象”和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视为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的 “两条道路”，

将 Ａ版主观演绎和 Ｂ版客观演绎视为范畴的先验演绎的 “两条道路”，对先验演绎与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进

行比较性理论阐释。第一，从理论结构的生成环节来看，两者分别在理论起点、逻辑学推演方法和认识论建构

路径等维度具有形式上的外在关联性和内容上的实质差异性。第二，从理论整体的内在关系来看，两者在 “两

条道路”等关系的处理方式上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和内容上的互斥性。第三，阐释路径转换的限度位于 “康德

与黑格尔之间”的 “似先天的结构”。“抽象与具体”辩证法兼具存在论维度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认识论

维度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的理论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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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资本论》及其手稿聚焦和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特定对象，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获得了

具体化发展，这同时也使得马克思自觉回避了或延迟了对辩证法问题的一般性探讨和系统性叙述。① 为了廓清

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辩证法的思想形态，大部分国内外学者采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阐释路径。“抽象与具体”

辩证法作为 《资本论》辩证法的经典形态，同样被从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等多个研究视域做了 “近黑格

尔”阐释。近年来有学者从 “近康德”哲学视角出发对 “近黑格尔”阐释路径进行反思，开启了马克思辩证

法阐释路径的新视野。其实，“抽象与具体”辩证法内含 “从具体到抽象”和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两条道

路，也关涉 “研究方法”和 “叙述方法”两种方法，这种反一元论的理论结构要求我们有必要将阐释路径从

黑格尔辩证法适当地转向康德哲学，找到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进行合理 “跨越式”阐释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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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在 １８８３年致拉甫罗夫的信中提到，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发现了过去自己不知道的文献：“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早就想写成
的辩证法大纲。但是他总是瞒着我们不讲他的工作情况。他明白：我们要是知道他写好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同他纠缠不休，直到

他同意发表为止。”据张一兵教授推测，恩格斯所说的 “辩证法大纲”即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可见，马克思生前始终没有

发表关于辩证法的体系性大纲，也回避或推迟了构建一种普遍性的辩证法体系。即使是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 《资本

论》“二版跋”对辩证法的正面阐述中，马克思仍然以反思的态度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以概念范畴创生现实的思辨性与神秘性，概

述了一种 “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态度，但是并未叙述辩证法的 “一般运动形式”。［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６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 ３页；张一兵：《马克思：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最初构想》，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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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黑格尔”阐述路径的多视域冲突局限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公开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其辩证法思想也主要形成于对黑格尔的吸收与批

判。“在 《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 （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

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 诚如列宁所

言，《资本论》呈现了自我综合、自我克服和自我扬弃的资本逻辑运动，在逻辑上继承了黑格尔 “从抽象上

升到具体”概念自我否定性运动的辩证法精髓。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开启了 “近黑格尔”阐释路

径。黑格尔存在论上的 “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被卢卡奇改造为无产阶级意识 “实践地”改造和生成现实的

过程，内在否定性原则也通过人类历史发展中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辩证扬弃而被继承下来。② 可见，“近黑

格尔”的阐释路径对于理解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克服教条的经济决定论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是聚焦到马克思的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可以看到，如果不加辨析地对其进行 “近黑格尔”式阐

释，则会出现存在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等问题域之间冲突和混淆的问题。这根源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这三个

问题域之关系上的异质性态度。我们通过考察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 《导言》）第 ３
节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对黑格尔的批判，反思 “近黑格尔”阐释路径的多视域冲突局限。在 《导言》

中，马克思首先区分了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 “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③，它意

味着从 “混沌的表象”中逐渐提炼出具有本质性规定的抽象范畴。第二条道路是将抽象的规定经过综合而达

到 “多样性的统一”，这是概念范畴的规定性不断增多的 “上升”过程，所得到的思想具体 “是一个具有许

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总体”④。基于此，马克思从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关系以及 “两条道路”逻辑环节这两个方

面批判了黑格尔，阐述了 “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

其一，马克思坚持思想具体与现实具体在存在论上的非同一性和认识论上的统一性，指出黑格尔将思想

具体对现实具体的 “认识论再现”理解为概念范畴通过自我运动对现实的 “存在论生成”，批判了黑格尔存

在论视域下概念与现实的同一性。黑格尔 “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⑤，

将有限个别性的现实主体由独立于思想和观念的存在转变为内在于并从属于思维的精神实体⑥，认为精神的自

我展开方式就是实在的生成方式，思维认识现实对象的过程被等同于概念设定创生现实对象的过程。但实际

上，“具体的再现”（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ｎ）被马克思严格地限定在了思维过程内部，这一认识过程区别
于存在论意义上的 “产生过程”（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ｓｐｒｏｃｅｓｓ）。⑦ “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
思维的、理解的产物”⑧，思维与存在只有认识论上的 “统一性”而没有存在论上的 “同一性”。“社会主体”

作为实在主体绝不是 “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⑨，它始终存在于头脑之外并 “作为前提浮现在

表象面前”⑩。

其二，由于黑格尔将思维的再现归结为现实的生产，也就忽视了思维对现实的直观表象的分析过程，缺

失了 “第一条道路”的逻辑环节。马克思虽然肯定了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 “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但并

未指明 “从具体到抽象”第一条道路就是不正确的，而是认为不能仅仅停留于 “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

关系”瑏瑡，还需进一步将其上升为丰富的 “具体总体”。可见，对现实的 “直观和表象”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ｕｎｄ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和 “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瑏瑢 这两个环节同样是必要的，前者是思维对经验材料的占有，后

者则是思维对经验材料占有形成的直观表象进行归纳分析得到抽象范畴的过程。由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是

一种 “演绎式综合”，所以他拒斥经验主义的归纳分析方法，认为分析方法 “把具体的东西变成了抽象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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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列宁全集》第 ５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２９０页。
参见王南：《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 （上）———其意谓与必要性》，《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

④⑤⑧⑨⑩瑏瑡瑏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 版）第 ３０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４２、４１、４２、４２、４２、４３、４１ ４２、
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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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活生生的东西遭到了扼杀”①。但马克思指出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

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②，这便是 “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分析形成抽象范畴过程。不仅如此，“从抽象上

升到具体”的总体综合过程中，分析方法也包含其中，这种 “相互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是 “《资本论》的方

法和黑格尔的逻辑学方法的一个区别”③。

“近黑格尔”阐释路径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在这两个方面对黑格尔的批判，

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存在论、认识论与逻辑学等问题域之间关系上的差异，造成了问题域混淆。其

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 “新辩证法学派”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的代表学者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
（Ｃ Ｊ Ａｒｔｈｕｒ），他从黑格尔概念辩证法与马克思价值形式辩证法的 “相同性命题”出发，认为两者都是在存

在论上具有概念与现实同一性的 “体系辩证法”（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体系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是 “既定整体

的内在形式之间的概念性联系”④，那么 “当体系的叙述前进到更复杂、更具体的关系时，概念的原初定义也

就相应地和合乎规范地转化为更高的规定性”⑤。进而，阿瑟在黑格尔 《逻辑学》叙述绝对理念自我实现的概

念范畴与马克思 《资本论》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之间建立了一一对应关系。日本学者内田弘

（Ｈｉｒｏｓｈｉ Ｕｃｈｉｄａ）虽然看到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观念论的批判，但是仍然以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类

比黑格尔 《逻辑学》，认为马克思的分篇是 “模仿黑格尔而展开的顺序”⑥，以前者的 “导言”“货币章”“资

本章”分别对应后者的 “概念论”“存在论”“本质论”等部分进行阐释。我们知道，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对象

是有限性的、历史性的、特定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规定了其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是概念与现实

的 “非同一性”。阿瑟和内田弘的 “近黑格尔”阐释路径，将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还原为存在论、

认识论与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思维与存在具有同质性的黑格尔概念辩证法，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马克思资本批

判的存在论前提。即使他们希望在非同一性前提下通过剥离黑格尔辩证法 “合理内核”的 “神秘外壳”，从

而探寻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中的黑格尔要素，但是这种类比性的阐释并不能避免黑格尔观念论在多视域之

间泛化冲突的危险，这便是 “近黑格尔”阐释路径的局限所在。

对此，应当以存在论层面的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合理区分为前提，适当地转换阐

释路径，从而使得黑格尔辩证法阐释路径中的多视域冲突得以消解，进而凸显马克思辩证法相对于黑格尔辩

证法的 “差异性”和 “变革性”。

二、阐释路径转向：认识论与逻辑学相统一的康德式先验逻辑

我们尝试将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的阐释路径转向康德式先验逻辑，这需要我们考察两者在理论

逻辑上的相通性，从而确证这种阐释路径的合法性和一定的阐释空间。

首先，康德的二元论哲学促成了青年马克思的问题意识，而马克思在走出黑格尔主义道路上有限度地吸

收和接受了康德哲学概念与现实非同一性的存在论前提。在学生时代，以康德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家是马克

思最先接触到的、最早一批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的思想家，受其影响而形成的 “理想主义”哲学观和 “应有

之物与现有之物的对立”哲学困境便是马克思对哲学问题探索的发端。此时马克思希望以黑格尔的同一性哲

学来统合非同一性，认为康德将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在经验领域无疑造成了思维与意志的割裂。⑦ 但是，随着转

向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考察社会历史现实，马克思认识到同一性哲学并不能弥合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和

劳动的异化分裂问题，于是逐渐走出黑格尔主义并从物质生产出发探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论 （本体论）。

对黑格尔的疏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对康德的接近。康德将本体论 “悬置”起来并转化为实践理性，即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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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９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４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２１页。
见田石介：《资本论的方法研究》，张小金等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３７页。

⑤　 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 〈资本论〉》，高飞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８５、３１页。
内田弘：《新版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３５７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版）第 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 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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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仍然批判康德道德哲学是 “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①，但这

恰恰说明马克思看待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异质性态度，并不影响两者在存在论态度上的近似性。换言

之，康德与马克思的存在论前提都是思维与存在或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进而存在论与认识论的二分性。

马克思有限度地吸收和接受了康德 “存在论先于认识论”② 的哲学思维方式，将其转化为一种非同一性的社

会存在论承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之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批判与唯物主义改造，不仅包含着对康德哲学的

继承，而且更多地接近了思维与存在相异、理想与现实界分的传统。③ 现实具体本身和表象现实具体的经验材

料作为思维活动的先决条件被黑格尔说成思维的产物④，而马克思则 “明确地把本体论和认识论分离开来，

而且正是把不进行这种分离看作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错误观念的根源之一”⑤。

其次，基于存在论 （本体论）维度，康德先验逻辑体系和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都具有认识论与

逻辑学相统一的特性。康德先验逻辑的这种统一性来源于其物自体与现象界二分的体系建构基础。康德将认

识论划定在理论理性所讨论的范围内，并以 “先验感性论”作为认识论体系的起点，进而以 “先天综合判

断”作为总问题并把 “先验逻辑学”划分为 “先验分析论”和 “先验辩证论”。与康德哲学探求如何科学地

把握对象世界的思维方式相似，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 “社会存在中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这种相互渗透深

深地延伸到范畴学说之中”⑥。为了科学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总体存在，马克思区分了现实对象和

认识对象。现实对象被直观和表象为 “认识对象”，从而在思维结构中通过概念范畴的运动被再现为 “思想

具体”。⑦ 可见，“抽象与具体”辩证法既是在思维运动中认识与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具体的认识论，也是

把握各概念范畴的规定性变化的逻辑学，其认识论与逻辑学相统一的特性与康德先验逻辑是一致的。

进一步，我们选取康德先验逻辑中最能表达认识论与逻辑学相统一的部分进行比较阐释，即范畴的先验

演绎 （以下简称 “先验演绎”）。先验演绎出自 《纯粹理性批判》“先验分析论”的 “概念分析论”的第二

章，其任务是探究先天的范畴如何作用于经验材料以使得经验对象被认识，解决 “思维的主观条件怎么会具

有客观的有效性”⑧ 的问题。黑格尔曾高度评价先验统觉在先验演绎中对感性杂多与知性范畴的综合作用：

“认识到那构成概念本质的统一，是统觉的原始———综合的统一，是 ‘我思’或自我意识的统一：这属于理

性批判中最深刻、最正确的见解。”⑨ 在暂时抽象掉存在论维度的前提下，先验演绎所讨论的感性杂多、知性

范畴和先验统觉之间的演绎关系问题，与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所讨论的现实具体与思想具体的关系

问题都处于认识论与逻辑学相统一的问题域。

不过，这里也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合法性问题，即，在问题域相同的情况下，还应注意到马克思的 “既定

社会主体”是历史地被给予的，而这种历史地被给予过程包含着某种 “社会存在论承诺”：既定社会独立于

思维过程，而保持着自身的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这种预设的社会存在论承诺虽然在逻辑出发点上接近于

康德的本体论假定即物自体作为感性杂多的来源，但是康德的假定仍是一种不涉及社会历史存在论的弱假定。

那么，以康德缺乏社会存在论维度的认识论结构中的先验演绎，去阐释马克思运用于社会历史对象的 “抽象

与具体”辩证法是否合理？或许我们可以从黑格尔对康德先验演绎的批判中间接地找到这种阐释的合理性。

黑格尔虽然肯定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作用，但他却强烈反对以范畴演绎的方式来证明这种统一性。相反地，

黑格尔认为综合统一性相对于感性接受性和知性能动性是绝对地逻辑在先的，而康德通过范畴演绎将具有思

维内容的感性杂多和缺乏思维内容的、本源的统觉这原本分裂的二者 “嫁接”起来的证明是一种空洞的 “形

式化”演绎。瑏瑠 于是，黑格尔将康德那里的先验统觉实在化、绝对化为统摄一切概念形式的 “理性”，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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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版）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 ２１３页。
参见俞吾金：《论马克思对西方传统的扬弃———兼论马克思的实践、自由概念与康德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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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６４页。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 ２４７页。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第 ２４７ ２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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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以概念的形式自我规定、自我演进的绝对同一性逻辑。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批判先验逻辑在内容与形

式上的脱节所造成的 “形式化”问题可谓说中了其要害。不过，“形式化”问题虽然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消

极的，但它却可以成为对康德认识论体系进行社会化 “改造”或将其与马克思辩证法进行比较性阐释的合法

性根据，即马克思接受的是 “黑格尔框架中的康德”①。我们可以首先将先验演绎看作暂时抽象掉内容的外在

形式框架，并通过它来有限度地理解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的外在形式，进一步亦可比较两者在实质

内容上的差别以便开启一种新的理解方式。这种 “形式化”的阐释方式既能够借助康德悬置本体论的前提避

免陷入黑格尔辩证法的同一性，又可以将这种不可消解性的本体论 “悬设”替换为马克思较强的历史唯物主

义的社会存在论 “承诺”，从而规避对康德先验逻辑的直接性社会化套用。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相较于黑格尔辩证逻辑，按照本体论的悬置以及认识论与逻辑学相统一的特征，

将康德先验演绎与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进行比较阐释具有研究意义。不过，这种阐释路径的转向并

不意味着直接以先验演绎作为唯一阐释路径，也没有彻底抛弃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而是暂时搁置 “近黑格

尔”阐释路径，看到黑格尔、康德和马克思三者看待 “抽象与具体”问题的 “视差”，并在三者之间进行

“视位转换”从而确定阐释路径转向的 “临界点”。②

三、先验演绎与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的比较性理论阐释

与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中的 “从具体到抽象”和 “从抽象到具体”两条道路相似，康德的先验

演绎也有先验逻辑意义上的 “两条道路”，即先验演绎的 Ａ版和 Ｂ版。同时，两版先验演绎的结构差异和内
在逻辑关联问题亦是国内外康德学者的研究焦点。因此，对于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诸问题，我们可以在认

识论与逻辑学相统一的视域下，对先验演绎与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进行比较性理论阐释。这种比较性理论

阐释可分为理论结构的生成环节和理论整体的内在关系两个方面。

（一）两者在生成环节上的形式关联性与内容差异性

从 《纯粹理性批判》和 《导言》的原初语境出发考察其中关键概念的德文术语，可以看到两者在理论结

构的生成环节上具有形式上的外在关联性，具体分为理论起点、逻辑学推演方法和认识论建构路径三个环节。

但由于在认识论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哲学研究对象和哲学研究范式这三方面的根本性差异，两者在生成环

节上的比较阐释中又呈现出内容上的实质差异性。

第一，作为两者理论起点的 “感性杂多”和 “表象具体”在表现形式上都是存在于意识内、思维内的一

个逻辑环节。在康德看来，作为先验演绎之起点的 “感性杂多”（Ｍａｎｎｉｇｆａｌｔｉｇｅｓ ｄｅｒ 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是在先验逻
辑结构内、排除经验性内容的、产生于感性直观的 “关于现象的表象”。此处的 “表象”（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是指
对感性在其本源的接受性中提供出来的杂多进行的自发性综合，是对自我呈现的杂多的主动再把握。③ 从词源

上看，马克思的 “表象具体”（ｖｏｒｇｅｓｔｅｌｌｔｅ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ｎ）概念在表达方式上与康德具有承袭关系：“表象具体”
同样作为认识过程内的一个环节，是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具体总体向认识主体呈现出来的 “混沌的表象”

（ｃｈａｏｔｉｓｃｈｅ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并被感性确定性所把握从而进入认识过程。④ 而马克思用以表达 “表象具体”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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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
第 ６页。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提出一种 “视差之见”，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二律背反时产生的

“视差”，同时指出需要直面 “视差之见”并在这些视差之间 “移动”形成一种 “移动的视界”，从而看到马克思是在 “事前”的行

动者视角与 “事后”的旁观者视角之间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并因这种视差而超越了前人。我们在此便是采取这种 “移动的视界”来看

待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并通过探究三者在存在论、认识论与逻辑学等问题域中的 “视差”来阐释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

法。（参见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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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质或现实趋势的概念是 “表现”（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①，这是马克思对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表达 “现

象”（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或 “表象”（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等认识论、观念论概念在社会存在论维度的转换表述。
但是，两者在认识论上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根本性差异，使得两者 “表象”与实存之间呈现出截然不同

的关系。作为先验演绎起点的 “感性杂多”是一种经由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时间和空间———整理规定、

但未被知性能力进行综合的杂多，即先天的感性杂多。在康德那里还存在另一种未经感性直观形式所整理的、

直接被经验世界所给予的经验性的杂多，这种杂多的规定性在康德看来即使是 “知性借助于范畴而放进直观

中的那个统一性”也抽象不掉，因为 “对直观来说的杂多必定是还在知性的综合之前、且不依赖于知性综合

就被给予了；但如何被给予的，在这里仍未确定”②。换言之，感性杂多虽然最终会通过知性综合为知识，但

在其最初的来源上却是语焉不详的，这根源于康德的 “物自体”悬设无法回答杂多在未经感性时空形式整理

的阶段是如何被经验性地给予的。相比之下，马克思用以把握 “表象具体”和 “现实具体”之间关系的是

“感性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不仅仅来源于 “直观和表象”（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ｕｎｄ 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③，它还受到从属于
“实践活动”的 “感性活动”所规定。“实践活动”涵盖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道德伦理实践等活

动，它既蕴含解释世界的事实维度，又强调改变世界的价值维度，从而包含了认识论上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统

一性。基于感性世界观的科学实践观，马克思将特定社会历史的认识论内化于存在论，并将其深化和发展为

资本逻辑批判、物象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④ 这是康德认识论所缺乏的存在论根基。

第二，两者在理论起点上的形式关联与内容差异在逻辑学推演方法上进一步表现出来，两者分别用于构

建 “科学形而上学”与再现 “特定性社会现实”的 “分析—综合”方法之间也存在形式关联与内容差异。康

德区分了先验逻辑意义上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分析法从既定的综合性概念出发 “回溯”使其成为可能的唯一

条件，即从 “综合的、但却是纯粹的理性知识是现实的这一点开始……问这种知识是如何可能的，以便我们

能够从它的可能性的原则出发来规定它的应用的条件、这种应用的范围和界限”⑤，这是逐渐剥离概念外在规

定性的过程。综合法的目的则是 “以便这门科学把它的所有环节，作为一种完全特殊的认识能力的肢体结构，

就其自然结合展示出来”⑥，它不同于分析法的 “回溯”，而是呈现理论整体性的 “前进的方法”。在表现形式

上马克思和康德一样，将 “分析—综合”方法理解为对概念规定性的处理方法。从表象具体出发 “通过更切

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⑦ 是分析的过程，而概

念从简单的规定性到复杂的规定性的过程便是具体的综合过程，“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

一”⑧。马克思还进一步将分析方法理解为研究方法，认为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

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⑨。相应地，综合方法在 《资本论》叙述结构的意义上可以作为叙述方法，即

对 “现实的运动”在思维中的综合叙述过程。

不过，逻辑学推演方法在形式上的关联不意味着运用于相同的对象，这首先体现在 “分析”和 “综合”

两个概念在两者原文语境中的实质差异。在康德认识论体系中，表达 “分析”概念的德文词不仅有包含 “回

溯”含义的 “Ａｎａｌｙｓｅ”，而且还有包含生物学上 “解剖”和 “剖析”等含义的 “ｚｅｒｇｌｉｅｄｅｒｎ”。而马克思基本
上通过 “Ａｎａｌｙｓｅ”来表达 “分析”的含义。相应地，“综合”概念在康德那里是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具有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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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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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一卷开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其中 “表现

为”的德文原文为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ｔ ａｌｓ”，意指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商品堆积之间实际上是本质与现象的客观存在关系。［参见 《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 ２ 版）第 ４４ 卷，第 ４７ 页。Ｖｇｌ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牞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牞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 牗ＭＥＧＡ２ 牘 牞 Ｚｗｅｉｔｅ 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
Ｂａｎｄ ６牞 Ｂｅｒｌｉｎ牶 Ｄｉｅ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牞 １９８７牞 Ｓ ６９］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第 ７５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３０卷，第 ４２页。Ｖｇｌ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牞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Ｅｎｇｅｌｓ牞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 牗ＭＥＧＡ２ 牘 牞
Ｚｗｅｉｔｅ 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 Ｂａｎｄ １ Ｔｅｉｌ １牞 Ｂｅｒｌｉｎ牶 Ｄｉｅ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牞 １９７６牞 Ｓ ３６－３７
参见郗戈：《〈资本论〉的 “三重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哲学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注释本）》，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９页。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注释本）》，李秋零译注，第 ８页。这里的 “科学”指 “未来形而上学”。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３０卷，第 ４１、４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４４卷，第 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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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的 “人工合成物”的含义，在康德的语境中多指将感性杂多与知性概念相统一 “合成”为知识的过

程，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而 “综合”在马克思那里则是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ｆａｓｓｕｎｇ”，是指概念规定性的增加和
多样性统一的过程，更具有思维运动和概念逻辑演进的意味。① 两者在术语表述上的差别根源于方法运用对象

的根本差异。康德先验逻辑研究对象是人类认识结构，总目标是解决 “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进

而建立 “科学的形而上学”，因此先验演绎在形式上呈现出的是不同概念对象 （感性杂多—知性范畴—先验

统觉）之间相互关联 （整合、中介和统摄）的逻辑运动。而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的 “这一个社会”（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②，即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思维活动只需通过概念范畴的逻辑运动 （规定性的增减）再现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时性结构本身，并不需要通过思维对事物进行人工分解、合成或创造新事物。

第三，如果说逻辑学推演方法是 “骨骼”，那么认识论建构路径就是 “血肉”，形式上的逻辑学推演以内

容上的认识论建构为依托。基于以概念规定性减少或增加为表现形式的 “综合—分析”方法，在认识论的框

架内，康德与马克思分别产生了 “想象力—先验图型”和 “抽象力—动态图式”两条不同的认识论建构路

径。虽然康德没有明确地提出 “抽象”和 “具体”这一对范畴，但在范畴先验演绎中康德运用 “分析—综

合”方法之处总是伴随着思维 “抽象”。从词源上看，马克思和康德都使用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ｅ”及其变位形式来表
示 “抽象”概念，即逐渐剥离具体概念的外在规定性。相应地，两者对于 “具体”的表述也是同根同源，马

克思以德文词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ｎ”来表达 “具体”概念，这源于拉丁文 “ｃｏｎｃｒｅｔｏ”，康德正是引用该拉丁文来表述
“具体地”的含义。③

两者在认识论建构路径上连接抽象范畴和思想具体的是思维中的 “再现”。康德将 “想象力”作为连接

直观接受性和概念统一性的中介，并把想象力区分为 “再生的想象力” （Ｒ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ｅ 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和
“先验的想象力”（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 Ｅｉｎ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前者是把时间上在先的经验性材料回忆再现的能力，后
者则是一种既具有再现能力、又具有自发性和创造性的 “联想” （Ａｓ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因而也被称为 “生产性的”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ｅ）想象力。在康德看来，“只有想象力的生产性的综合才能够先天地发生；因为想象力的再生的综
合是基于经验的条件的”④。但想象力终归是人的思维能力，因此想象力如何连接感性现象和知性范畴仍然是

一个问题，于是康德提出了 “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来解决想象力的中介作用问题。在康德看来，知性概

念的图型 （Ｓｃｈｅｍａ）实质上是一种 “先验时间规定”，一方面 “就它是普遍的并建立在某种先天规则之上而

言，是与范畴 （它构成了这个先验时间规定的统一性）同质的”，另一方面，“就一切经验性的杂多表象中都

包含有时间而言”，它又是与现象同质的，因此先验的时间规定 “作为知性概念的图型对于现象被归摄到范

畴之下起了中介作用”。⑤ 可见，所谓知性概念的图型，是知性范畴运用于经验对象之上时受到感性限制的条

件，它是想象力的产物，而图型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ｓｍｕｓ）则是 “知性对这些图型的处理方式”⑥。

耐人寻味的是，康德对这两种想象力的区分也体现在了马克思的文本中。“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

致具体的再现”（ｄ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ｅｎ 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ｎ ｉｍ Ｗｅｇ ｄｅｓ Ｄｅｎｋｅｎｓ）⑦ 中的 “再

现”，根据德文原版的用词实际上是一种思维中的 “再生产”（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这接近于康德经验性的 “再生

的想象力”概念，从而这种 “思维再生产”便将表象具体经过抽象范畴 “再现”为思想具体。而黑格尔则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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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黑格尔之间：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阐释路径转换及其限度

端地发展了康德想象力概念的能动性方面即 “先验的想象力”，将思维中的 “生产性”理解为概念设定、创

生并外化为现实的过程。因此，马克思批判黑格尔 “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

结果”，把思维中的 “再现”理解为 “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ｄｅｒ Ｅｎｔｓｔｅｈｕｎｇｓ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ｎ ｓｅｌｂｓｔ ）。①

进一步，马克思的 “抽象力”可被视为通过批判黑格尔 “实体即主体”并去掉了康德 “先验图型”的先验

性、从而以一种 “动态图式”对康德 “想象力”的改造：“从具体的社会现实中抽象出的概念成为其勾勒图

式的基本点，他借助想象力，将诸概念勾连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图式，并在对这一图式的把握和理解当中，形

成了一种可能的抽象。”② 通过动态图式的建构路径，马克思打破了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资本主义

社会具体总体的形而上学式的 “抽象”和 “具体”，“从而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情境当中，以动态图式化的方式

提出一个包含着全部具体性的理论形态”③。

从 “抽象”“具体”“想象力”等概念可以看出，康德与马克思在认识论建构路径上具有内在差异性，这

进一步表现为两者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关联方式上的不同。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呈现出一种 “主体—对

象”二元线性关联方式，其中的 “知性抽象能力”在于 “把杂多在一个经验性直观中被给予的方式抽象掉，

以便只着眼于由知性借助于范畴而放进直观中的那个统一性”④，因而想象力和先验图型是康德谋求主体与客

体统一性的 “桥梁”。相比之下，马克思的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作为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具体为研究对象

的社会认识论与逻辑学，不仅蕴含着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认识关联方式，而且由于其构建了一种解剖

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存在论，更内生着各经济主体间的或结构化的认识关联方式，考察了生产当事人的

日常意识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二）两者在内在关系上的形式相似性与内容互斥性

在以形式与内容二分的视域对两者进行理论环节比较对话的基础上，从理论整体的内在关系的视角，探

讨两者在 “两条道路”之间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形式上的相似性和内容上的互斥性，由此能够阐明马克思的

“从抽象到具体”作为一种叙述过程，为什么最终呈现为一个 “似先天的结构”，找到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

阐释路径转向康德式先验逻辑的 “临界点”。

在形式上，马克思与康德对于 “两条道路”之间关系的态度是相似的，两者都认为 “第二条道路”以

“第一条道路”为基础，并预设着 “第一条道路”的完成。康德在 Ａ版的 “主观演绎”中运用了分析方法，

从感性杂多表象分析出经验对象的概念，再确立使经验对象得以被认识的知性范畴以及作为其先天根据的先

验统觉，这是概念的经验性规定逐渐被剥离的过程。而综合叙述法则运用于 Ｂ 版的 “客观演绎”，从先验统

觉出发，经由对象的客观性引出知性范畴概念以确定判断的客观性，进而讨论范畴的客观效力和作用方式，

这是概念不断接近经验性表象因而规定性增加的过程。可见，综合叙述在形式上预设了分析过程。在康德看

来，只有将既定的研究对象 （杂多表象）进行分析并抽象出人类认识能力的依据 （知性范畴和先验统觉），

才能完整地将人类知性认识结构叙述出来。马克思的 “从具体到抽象”在形式上可以被视为一种研究方法，

正如马克思所说：“实际上，我开始写 《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 （即从第三部

分———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在一切

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⑤ 可见，马克思在研究的过程中 “充分地占有材料”，在实际的

写作顺序上遵循 “从具体到抽象”原则，从资本主义社会流通、交换和分配的表象出发，逐层剥离其外在规

定性，分析出被遮蔽的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逻辑。在分析资本的 “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

系”的基础上，马克思才将 《资本论》的逻辑起点确定为商品。所以，马克思说自己 “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

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⑥。相应地，基于 “从抽象到具体”叙述方

法，《资本论》三卷从抽象范畴通过增加概念规定性生成思想具体总体，即从商品概念出发经由货币和资本得

３４

①

②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３０卷，第 ４２页。
③　 夏莹：《试论马克思哲学的 “哲学性”及其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第 ７４ ７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 ３５２页。“第三部分”指剩余价值论，编者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版）第 ４４卷，第 ２４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５ Ｍａｙ ２０２５

到资本总公式，再到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扩大再生产，最终呈现为包含流通、分配、消费

和分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① “从抽象到具体”作为叙述方法预设了 “从具体到抽象”研究方法。可见，在

形式上，康德与马克思对于 “两条道路”的处理方式是相似的，综合叙述的过程以研究分析的过程为基础。

然而，在内容上，马克思与康德对 “两条道路”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却是互斥的。在康德那里，Ａ 版
“主观演绎”在内容上首先是一个 “综合”过程，即 “三重综合”（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想象中再生的综合和

概念中认定的综合）。但是这种 “综合”与 “综合叙述”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以与直观接受性相对的、具有

联结能力的自发性为基础的。感性直观提供先天感性杂多，知性自发性以想象力的再生和主动再把握为中介

对杂多进行综合。这种以自发性为基础的 “综合”过程，预设了知性范畴对杂多的抽象及作为本源依据的先

验统觉。只不过康德在写作 Ａ版时并未将这一前提预设完全呈现出来，所以采取了 “感性杂多—知性范畴—

先验统觉”的写作顺序，重视经验对象来源过程的 “主观演绎”。不过，Ａ版在 １７８１年出版后，先验演绎被
斥为与休谟经验论无异的经验心理学，所以康德不得不在 １７８７年再版的 Ｂ 版中将所预设的前提完整表述出
来。Ｂ版结构看起来是对 Ａ版的颠倒，实则是呈现出了 Ａ版所预设为前提的 “本源的综合统一”。可见，不

同于形式上 Ｂ版的综合叙述方法预设 Ａ版的研究分析方法，在内容上，Ａ版以想象力为中介的 “三重综合”

则预设了 Ｂ版从先验统觉出发的统摄路径。②

不同于康德，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在理论内容上仍然是 “第二条道路”预设着 “第一条道路”。

侧重理论形式推演的逻辑学方法与侧重理论内容建构的认识论路径是统一的：抽象过程统一于分析研究过程，

同时概念运动的综合叙述同时伴随着对具体总体的再现。立足于逻辑学意义上的形式分析方法，马克思将表

象具体中的非本质要素抽离并保留具有本质属性的概念范畴，从而实现对表象具体的思维抽象。这种思维抽

象根植于资本统治下现实抽象与观念抽象的客观结构，正是人类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增殖关系中

发生了客观的现实抽象，普遍的劳动分工交换体系使得各类具体劳动在观念中被无差别地抽象为 “劳动一

般”观念。马克思以科学抽象力发掘了现实和观念的双重抽象，并将资本作为研究本题、将商品作为理论起

点，进而从包含概念本质属性的抽象范畴出发，通过理性思维以 “具体总体”综合地 “再生产”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了 “现实具体”，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体系。因此，对现实侧面的综合再现过程始终

在逻辑上 （而非在时间上）预设着范畴来源于表象具体的分析过程。

（三）位于 “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 “似先天的结构”

为什么康德与马克思在两条道路之间关系上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和内容上的互斥性呢？关键还是在于两

者在认识论统一性、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上的异质性。先验演绎虽然在外在形式上是科学的，但是它的实质

内容仍然是先验观念论的。“分析的方法虽然与综合的方法相对立，但却与分析命题的典型完全不同。……在

这种方法中，人们经常只使用综合命题，数学分析就是一个例证。”③ 也就是说，康德在主观演绎中使用分析

方法的时候，其实际研究的是先天综合性命题，需要将直观领会、想象力再生和概念认定等中介加入进来，

从而 “回溯性”地解决经验对象的来源问题和知性范畴的客观效力问题。而康德在客观演绎中使用综合叙述

方法研究的对象是分析命题，即从 “先验统觉”最高原理出发，“前进性”地推导出范畴运用的合法性和对

象的客观性问题。这就规定了逻辑学推演方法和认识论建构路径不能发生冲突，理论形式上的 “综合”（范

畴规定性增加的叙述过程，即客观演绎）预设 “分析”（范畴规定性递减的研究过程，即主观演绎），必然要

求理论内容上的 “再现”（“三重综合”，即主观演绎的步骤）预设先天的认识结构 （“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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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张薰华：《〈资本论〉脉络》（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序言第 ５ ８页。
康德哲学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学者们尤其关注先验演绎 Ａ版和 Ｂ版之间关系问题，讨论的焦点在于哪一版的论证结构更能清楚合理地
呈现康德先验演绎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参见：Ｎｏｒｍａｎ Ｋｅｍｐ Ｓｍｉｔｈ牞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ｏ Ｋａｎｔ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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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牞 Ｃａｒｕ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２００６牷韩水法：《康德物自身学说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
年；董滨宇：《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 ２版）中 “先验演绎”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注释本）》，李秋零译注，第 ２０页。



康德与黑格尔之间：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阐释路径转换及其限度

一”是 “知性的一切运用的最高原理”①，即客观演绎的总前提）。

相比之下，马克思的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所表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具体总体，它区别于康

德的先验观念论，是一种包含着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社会历史认识论。因此，无论是在逻辑学推演方法上，

还是在认识论建构路径上，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 “从具体到抽象”

为前提。理论形式上的综合叙述预设分析研究过程，与理论内容上对现实具体的再现预设，对现实具体的科

学抽象过程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构成了一种 “表象具体—抽象范畴—思想具体”相互规定、相互生成的认识

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说，“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ｓｏ ｍａｇ ｅｓ ａｕｓｓｅｈｎ，ａｌｓ ｈａｂｅ ｍａｎ ｅｓ ｍｉｔ ｅｉｎｅｒ 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 ａ ｐｒｉｏｒｉ ｚｕ）”②。中译文 “一个先验的结构”的德文

原文为 “ｅｉｎｅｒ 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 ａ ｐｒｉｏｒｉ”，可按哲学界通行做法直译为 “一个先天的结构”，结合上下文中的

“ａｌｓ”，可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叙述结构解释为 “似先天的结构”③，它显著地区别于包含着预先给定的先天成

分的 “先天认识结构”。通过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具体不断深入认识，马克思持续地

修改 《资本论》体系结构、调整写作计划、加入经验研究材料，形成了如 “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

及东方社会研究材料等历史补充材料。正是对经验的综合、对现实具体各个 “侧面”的不断再现和对历史生

成过程的存在论承诺，使得 “似先天的结构”得以可能。因此，由于康德先验逻辑的先验观念论特征，我们

不能将阐释路径继续向康德 “位移”，否则就会得到认识论的形式与内容、存在论的概念与现实都二元分离

的 “先天结构”了。作为阐释路径的先验逻辑的阐释空间是有限的，它虽然有助于理解认识论与逻辑学统一

的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本身，但不能推广至 《资本论》中解释各概念范畴的具体逻辑运动。

至此，我们可以确定阐释路径转换的限度是在 “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 “似先天结构”，这是具有存在

论上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认识论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的开放性理论结构。所谓 “之间”，并不意味着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在逻辑主次上位于康德与黑格尔之间，而是说通过阐释路径转换，我们能够看到马克

思在存在论和认识论之关系的维度综合了两者，从而形成了一种非线性的、非匀质的、跨越式的阐释路径的

“之间”状态，以这种 “之间”的视差能够更好地理解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黑格尔强调存在论、认识论

与逻辑学的三者绝对同一，认为抽象的概念通过自我综合、自我认识、自我否定最终实现绝对的具体性，忽

视了作为经验材料来源的 “第一条道路”。不同于黑格尔，马克思则坚持存在论与认识论的相对区分，重视

对现实具体的直观表象和对表象具体的分析研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更接近康德。康德注重以先验演绎证

明知性范畴作用于先天感性杂多的有效性，但由于一贯的二元论使得在认识论上知性始终不能跨越感性的界

限。区别于康德，马克思承认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认识主体能够从抽象范畴出发通过规定性和否定性将现

实具体 “上升”为多样性的思想具体，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更接近黑格尔。

通过对阐释路径转换及其限度问题的探析，我们将马克思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定位于康德与黑格尔

“之间”的 “似先天的结构”。不过，如果把研究视域聚焦到 《资本论》中概念范畴的辩证运动，可以看到具

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各要素的逐步呈现丰富了抽象范畴，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与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

相结合，使得马克思的辩证法形态实现了具体化发展。那么，如何把握马克思 “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基础

上对两者的 “超越”向度，澄明 《资本论》辩证法的理论特质，从而真正让 “抽象与具体”辩证法面向资本

主义社会历史现实而言说，仍是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难题。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当代阐释”（１９ＡＺＸ００２）的阶段性
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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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全新刑事制裁体系。在此前提下，按照协商式刑事责任理念的要义，为回应协商机制并达致和谐司法效

果：既要对刑罚目的进行调整，建立多元化结构；又要对刑罚体系及其结构、种类作出调整，建立专属于不

认罪认罚案件的刑事制裁理论体系，以实现更加精准的有效处罚和区别对待的治理效果。

〔本文系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４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 “‘网络水军’违法犯罪类型及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ＧＦＺＤＫＴ２０２４Ｃ０１１）、中国政法大学 ２０２５年科研创新年度规划项目 “‘重罪、轻罪与微罪’开放式轻罪体系

与中国刑法整体结构优化研究”（２５ＫＹＧＨ０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邱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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